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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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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以普遍交换促进普遍勤劳的体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
济的第一种形态;一种以普遍交换促进普遍勤劳但无法以此推动普遍富裕的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现代市

场经济的第二种形态、一种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弊端的更高级形态，同时也是一种以普遍交换促进普遍
勤劳并以此推动普遍富裕的形态。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以经济发展为根本前提、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
盾运动为内在机制、以人的发展为根本目的的学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成果，本质上是一种以普遍交换促进普遍勤劳、以普遍勤劳推动普遍富裕
并以此推动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体系，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构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
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以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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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①，新时代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
好发挥政府作用”②。中国式现代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现代化，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
度创新，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改革举措和重大战略部署，本

文试图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生成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过程，立足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对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进行政治经济学的解析，以深化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认识
且更为准确地把握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关于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

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③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同时也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的重大创新成果，不仅成功地在实践中破解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统一、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
“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④，而且从理论上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实现了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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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
类似地，马克思也不是凭空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其思想理论既“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

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①，其政治经济学说更是对英国古典经济学这一“那个时代”
的精神精华的批判性反思和理论超越。就此而言，作为古典经济学奠基者亚当·斯密在英国工业革命发轫
之初对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系统阐述、作为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马克思在英国工业革命接近尾声之际对资本
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性反思及其对未来社会的理论设想，不仅能够为我们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

在逻辑提供丰富的理论滋养，而且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伟大创造的理论价值

和现实意义、更为准确地把握新时代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路径。
具体而言，尽管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早已有之，但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或斯密所说的“一切人都要依

赖交换而生活”②的社会经济形态，则是以英国工业革命为典型的早期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产物，或按马克思
关于社会形态的一般性总结，“人的依赖关系( 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 ，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
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
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
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
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③，第一种形式或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限
制了市场交换的范围和限度，只有“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第二种形式才能催生出普遍的社
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以及“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的现代市场经济。如果说第二种形式有助于为
第三种形式创造物质条件，那么斯密和马克思的有关阐述则有助于为我们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

重要理论启发。
然而，尽管斯密和马克思对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相关问题有着相对丰富的理论阐述，但不论是斯密还是马

克思都没有明确提出过“市场经济”概念，更没有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任何论述或理论设想。对此，习
近平总书记在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问题时曾明确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设想社会主义
条件下可以搞市场经济，当然也就无法预见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对待资本。列宁、斯大林虽然领导了苏联社会
主义建设，但当时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没有遇到大规模资本问题。搞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④一般认为，“市场经济”是列宁在《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 1906)
一文中首次提出来的，并且主要是作为“计划经济”的对立面提出来的，指出“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
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
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⑤。此后，随着苏联计划经济体
制的形成特别是战后“两大阵营”的对峙，人们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普遍把市场经济视为计划经济的
对立面，并把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相联系、把计划经济同社会主义相联系。
正如恩格斯强调的，“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⑥，而“每一个时代

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

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⑦。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理论认识，既有在
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成分，又不乏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思维的教条式理解。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不仅是对传统计划经济观念和诸多教条式理解的重大突破，而

且是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思维的重大创新发展，同时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艰辛探索过程。“只有在整个
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透视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⑧本文试图结合斯密关于现代市
场经济的系统阐述、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性反思，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伟大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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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以深化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认识并更为准确地把握党的二十
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关于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

二、现代化视域下的市场经济及其理论回应: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

至少就主要经济体而言，人类社会曾长期处于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人们的生产
活动更多的是为了满足生存需要，整个社会带有明显的地域性限制、等级化特征和人身性依附，并渐次形成
了与之相适应的“行政权支配社会”的社会秩序和治理模式: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
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
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

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①在这种情
况下，尽管传统社会同样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但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方式迥然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

市场经济: ( 1) 人们的生产活动主要是为了满足生存需要而不是用于市场交换，这就决定了传统社会的商品
生产本质上是补充性的而不是支配性的、市场交换本质上是偶然的而不是普遍的; ( 2) “人的依赖关系”决定
了传统社会的等级化特征和人身性依附，每个人很难完全凭借自身努力改善自身境遇，整个社会很难形成某

种促进普遍勤劳的体系; ( 3) “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的人的生产能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
行政权支配社会的治理模式，必然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资源的优化配置乃至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活
力，必然造成经济发展乃至人的发展的不充分性，“从公元前 2000 年开始，到 18 世纪初期，生活在世界各个
文明中心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一直到公元 1700 年为止的 4000 年间，某些时期
的生活水平也许比别的时期要高上 50%，但不会超过 100%”②。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
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③。

1453 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率先打破了欧洲社会的中世纪沉寂，引发了欧洲特别是西欧社会的一系列
连锁反应，15 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和重商主义的兴起，不断在边际上冲击着传统社会的相对封闭与相互隔离
并在其空隙中逐渐积累着现代性因素。为便于分析，不妨将 15 世纪中叶至 18 世纪中叶视为欧洲特别是西
欧社会率先开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准备期，它大致对应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期或斯

密所说的重商主义时期。重商主义为扩大市场交换的范围和限度开辟了新的空间，但它本质上仍然是传统
社会的存在物，仍然保留着“人的依赖关系”和“行政权支配社会”的脐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在论述“资本
的伟大的文明作用”时指出的，资本“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
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
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
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
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④，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或斯密所说的重商主义已经开始在突破传统
社会的地方性发展和地域性限制等方面发挥出“伟大的文明作用”;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在提及传统社会
的商业民族时指出的，“真正的商业民族只存在于古代世界的空隙中，……它们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
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⑤，重商主义仍然没
有完全脱掉传统社会的脐带，仍然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事实上，马克思关于“资本来到世
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⑥的激情评述，说的正是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而斯密关于
“经济自由”的激情表达，针对的也主要是那个时代的重商主义。
正如经济思想史学者罗尔强调的，亚当·斯密的著作“之所以值得人们注意，最重要的是由于它对当时

‘那些正在消亡的文明的原则’的批判，并制定了‘正在出现的文明的原则’”⑦，重商主义代表的正是那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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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正在消亡的文明的原则”。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为了系统批判不合时宜的重商主义学说及其政策主
张，斯密在其“努力说明法律和政治的一般原理”的“大事业”中率先完成了古典经济学奠基之作《国富
论》，①不仅成功构建了人类社会第一个相对完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而且首次对现代市场经济作出了较为
系统的理论说明。在斯密看来，重商主义“这种学说，就其性质与实质说，就是一种限制与管理的学说”②，本
质上是在商人的谎言和欺骗中谋求“行政权支配”的限制和管理、垄断和特惠。按照斯密的看法，“正义犹如
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顷刻之
间土崩瓦解”③，但在重商主义盛行的时期，“有时所谓国家的体制，即政府的利益，有时左右政府的特殊阶层
的利益，会使国家的成文法偏离自然的正义准则”④。为了系统批判重商主义这一“正在消亡的文明的原
则”，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结尾处写道:“我将在另一篇论文中，不仅就有关正义的问题，而且就有关警察、国
家岁入和军备以及其它成为法律对象的各种问题，努力阐明法律和政府的一般原理。”⑤在斯密看来，“立法
家的考虑，应受不变的一般原理的指导，而狡猾的动物即世俗所谓政治家或政客的考虑，则受事件暂时的变

动的支配”⑥，特别是容易受到那些谋求自身特殊利益的重商主义者的欺骗和蛊惑:“商人的利益……在于欺
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事实上，公众亦常为他们所欺骗所压迫。”⑦斯密认为，作为“政治家或立法家的
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目的在于富国裕民”⑧; 重商主义本质上是狡猾的世俗政客与谋求自身特殊利
益的商人的“官商勾结”，其作为一种限制与管理的学说不可能真正实现“富国裕民”:旨在谋求市场独占的
“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利益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正相反”，但其“自私自利的诡辩混淆了人们的常识”⑨。在《国
富论》中，斯密通过“努力阐明法律和政府的一般原理”系统批驳了重商主义学说及其政策主张，不仅为作为
“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分析框架，而且为建立一种以正义的法律为
前提、以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平等地参与的普遍交换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提供了系统的理论说明。
按照斯密的看法，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既不是传统社会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赐予的“雨水和阳光”，又

不是重商主义者为自身特殊利益而谋求的限制和管理、垄断和特惠，而是以正义的法律为前提、以自愿平等
互惠的交换为基础、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参与的普遍交换。对此，斯密曾以动物为例形象地描述说: “小犬要
得食，就向母犬百般献媚;家狗要得食，就作出种种娇态，来唤起食桌上主人的注意。我们人类，对于同胞，有
时也采取这种手段。……不过这种办法，只能偶一为之，想应用到一切场合，却为时间所不许。……人类几
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
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
他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
句话是交易的通义。”�10在斯密看来，这种自愿平等互惠的市场交换有助于促进劳动分工和普遍勤劳并“造成
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11，但同时也会产生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后果: “分工进步，依劳动为生
者的大部分的职业，也就是大多数人民的职业，就局限于少数极单纯的操作，……这一来，他自然要失掉努力
的习惯，而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在一切改良、文明的社会，政府如不费点力量加以防止，劳动贫民，
即大多数人民，就必然会陷入这种状态。”�12至于政府如何费点力量防止“大多数人民”陷入这种“最愚钝最
无知”的状态，生活在英国工业革命发轫之初的亚当·斯密不可能给出现成的答案，但他仍然通过上述阐述
为我们理解现代市场经济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分析框架，即以“正义的法律”为前提，以“自愿平等互惠的
交换”为基础，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保障的“三位一体”: 一方面，“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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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都应享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

竞争”;另一方面，国家和政府应该“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
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
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①。
斯密认为，这是一种“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②，一种以普遍交换促进普遍勤劳、以普遍勤劳推

动普遍富裕的体系:“各劳动者，除自身所需要的以外，还有大量产物可以出卖; 同时，因为一切其他劳动者
的处境相同，各个人都能以自身生产的大量产物，换得其他劳动者生产的大量产物，……于是，社会各阶级普
遍富裕。”③然而，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或早期资本主义现代化而发生发展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现代市场
经济的第一种形态，尽管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但并没有造成斯密所预期的“社会各阶
级普遍富裕”，反而导致了较为严重的阶层分化和人的不发展，本质上是一种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
贬值成正比的体系:“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
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④马克思生活在英国工业革命接
近尾声之际，对以英国工业革命为典型的早期资本主义现代化有着更为充分的观察，他深刻认识到:一方面，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
要大”⑤;另一方面，人们“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
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⑥。为了对包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在内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入分析，马克思对作为“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⑦的资本的
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及其总过程进行了理论探讨，并特别注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本过程是“资本的
价值保存过程、资本的价值增值过程和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值实现过程”⑧等三个过程的有机统一，且商品
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
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⑨进而在一个更为完整的分析框架内深入分析了作为商品价值实现过程的市场交
换的内在机制，不仅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逻辑，同时也为深化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

论认识提供了重要启发。
具体而言，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有机统一，其中具体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一起

生产出作为商品的自然属性的使用价值并构成作为商品的社会属性并由抽象劳动生产的商品价值的物质基

础，且抽象劳动能否创造价值取决于其生产的商品是否具有使用价值:“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
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做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10市场交换本质上是作为使用价值和价值统一体的商品的
价值的实现过程，它以平等和自由为基础，同时也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现实基础: “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
在所有方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
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

产的、现实的基础。”�11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意义上的平等和自由所要求的生产关系，在古代世界还没有实
现，在中世纪也没有实现。古代世界的基础是直接的强制劳动……作为中世纪的基础的劳动，本身是一种特
权”�12;同传统社会的强制和特权相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是平等和自由的劳动、交换是平等和

—62—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11

�12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年，第 252—253 页。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年，第 252 页。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年，第 11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56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6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59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878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83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40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4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99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00 页。



自由的交换，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决定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平等和自由只是一种形式上而非实

质上的平等和自由，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①的劳动者不得不接
受最低限度的生存工资，使得商品的生产过程既是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又是剩余价值的产生过程

和劳动者被剥夺的过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交换作为商品的价值实现过程服务于这种价值增

值和劳动者被剥夺的过程，并由此造成“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由此，我们不难在理
论上作出如下推论:如果通过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变革使得劳动者成为国家的主人并拥有一定的生活

资料乃至生产资料而不是“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人，使得商品的生产过程既是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
增值过程又是劳动者共享劳动成果的过程，那么市场交换就可以成为推动“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
增值成正比”的生产过程的价值实现过程，现代市场经济也就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现代市场经济的第
一种形态跃升为一种更高级的形态，一种真正实现以普遍交换促进普遍勤劳、以普遍勤劳推动普遍富裕的新
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然就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这样一种更高级的新形态，它既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
造，又在理论上同斯密和马克思的有关阐述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逻辑与历史生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
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
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
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②

如果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第一种形态，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第二

种形态，一种能够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弊端的更高级形态。结合斯密关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系统阐述、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性反思以及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

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我们不难将现代市场经济及其两种形态的理论逻辑与本质区别简要总结如下:
第一，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以普遍交换促进普遍勤劳的体系，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交换本质上

是一种以使用价值为物质承担者的价值实现过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第一种形态，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第二种形态，同时也是一种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弊端的更高级形态;第

二，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其生产过程既是价值形成和价值增值过程，又是剩余价值

的产生和劳动者被剥夺的过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推动的价值实现过程服务于劳动者被剥夺的过程，是一

种以普遍交换促进普遍勤劳但无法以此推动普遍富裕的体系;第三，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们需要，

其生产过程既是以使用价值为物质承担者的价值形成和价值增值过程，又是劳动者创造新价值新财富并共

享劳动成果的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推动的价值实现过程服务于劳动者共享劳动成果的过程，是一种以

普遍交换促进普遍勤劳、以普遍勤劳推动普遍富裕的体系。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
费、分配、交换”③，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不在于“市场经济”而在于
“市场经济的定语”所决定的社会化生产的社会性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交换作为资本主义商
品生产的价值实现过程服务于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服务于“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
的贬值成正比”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交换作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价值
实现过程服务于满足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服务于“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增值成正比”的
社会主义生产过程。
由此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理论上同斯密和马克思的有关理论阐述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本

质上是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大创新发展。然而，从这种理论上的逻辑一致性到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在实践中的历史生成，仍然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艰辛探索过程。其中，作为人类社会第一个社会主义国
家，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理论认识是我们深入理解这一长期过程所

—72—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726 页。
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2020 年第 16 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40 页。



不能忽略的重要环节，而要想从理论上深刻认识这一重要环节的内在逻辑，我们仍然需要重新回到斯密和马

克思。正如美国经济思想史学者海尔布罗纳指出的，“只有一个经济学家，他的学说的广度、深度和光辉的
成就能与斯密相比，这就是马克思”①，斯密的著作“不仅是一个伟大思想的产物，而且是整个时代的产
物……，别人只是在这里钓几条鱼，那里捕几只虾，而斯密的网却张得很大;别人所澄清的只是这一点或那一
点，而斯密所说明的却是全景”②，马克思的著作同样是整个时代的产物、马克思所说明的同样是全景。就现
代市场经济而言，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都是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整体图景中探讨有关问题的，但斯密
的分析重点是交换并由此对现代市场经济作出了系统阐述，而马克思的分析重点则是生产并由此对包括资

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内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出了深刻阐述、对未来社会及其实现路径作出了初步的理论设
想。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设想，共产主义( 未来社会) 以资本主义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物质前
提，并预期“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
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③，这意味着实现了生产关系变革的未来社会几乎不存在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外部压
力:它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④，而这种“同时发生的行动”又通过
解放生产力使得其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那些分散的、相对落后的、没有实现共产主义革命
的资本主义国家自然无法对其造成任何现实压力。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设想不同，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发
生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俄国，且苏维埃政权自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外部压力，这种新情

况必然带来新问题:不论是斯密系统阐述的现代市场经济还是马克思系统批判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有着

较为严格的前提条件和相对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如斯密所说的以正义的法律为前提、以自愿平等互惠为基
础的普遍交换，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在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限制方面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以及“工人有
选择和任意行动的广阔余地，因而有形式上的自由的广阔余地”⑤等，作为资本主义薄弱环节的俄国显然不
具备这样的条件，而面对来自资本主义世界外部压力的苏维埃政权显然也无法像西欧社会那样相对从容地

历经 300 余年的历史准备期，这意味着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者们不得不结合其具体实际对马克思主
义进行创新发展。
也就是说，作为生产力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薄弱环节的率先突破，俄国的苏维埃政权自诞生之日起既不

具备推行现代市场经济的内部条件又缺乏相对从容的外部环境，同时也无法直接套用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

的理论设想，而必须结合其具体实际推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新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者们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其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创新发展又不乏教条式理解。具体
而言，由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的“竞争版”而不是马克思设想的“升级版”，这就使得
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者们很容易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的某些一般性的东西，因其存在于资本主义

社会而视之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对立面，其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认识即为一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的，“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
济，”⑥苏联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应该充分利用市场这种资源配置的“最有
效率的形式”，而在不具备推行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应该积极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创造条件，而
不是简单地因其存在于资本主义而视之为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者们之所以陷入
这种理论误区，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苏维埃政权自诞生之日起就缺乏推行现代市

场经济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而他们相对熟悉的、适用于传统社会的“行政权支配”不仅是更为直接、更为
有效的手段，而且有助于他们在相对严酷的环境中迅速集中有限资源应对外部压力并迅速推进工业化;另一

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未来社会也确实有着“有计划”“按比例”的理论设想，如认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
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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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①，“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
例”②，等等，但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有计划的分配”“适当的比例”肯定不是适应于传统社会的“行政权支
配”，因为未来社会不仅已经消除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而且已经
不存在阶级、政党乃至国家:“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
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③在这种情况下，尽管
恩格斯一再提醒说，“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
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 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④，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者们仍
然坚定地把市场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其后更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高度集权的行

政管理体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特征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或苏联模式。
我国同样是在落后农业国的基础上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即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中

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

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⑤。落后的农业国国情和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等诸多因
素相互交织，使得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多地借鉴了苏联模式，但同时也始终对苏联模式中的教条主义

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警觉，毛泽东曾总结说: “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
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⑥就
市场经济而言，尽管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多地借鉴了苏联模式及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并没

有完全排斥市场因素，不仅仍然坚持了现代市场经济的若干原则，而且甚至可以这样说:在不具备推行现代

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一直在为培育和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准备着积极的因素。具体而言，正如前文表明
的，不论是在落后农业国基础上快速推进工业化还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积极应对外部压力，都决定了计划

经济体制至少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有着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借助计划经济

体制在集中有限资源快速推进工业化方面的相对优势，我国在短短 20 多年的时间里成功地从一个落后农业
国转变为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并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

系。与此同时，与高度集中、相对僵化的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济计划不仅
结合我国具体实际保持了一定的弹性并特别注意到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工业和农业的
关系等，而且在大部分时间里始终保留着若干市场因素，如农村居民的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农村集贸
市场以及城市工业部门之间带有市场交换性质的“物资协作”等。特别是毛泽东强调的: “无偿占有别人劳
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
行赎买政策。……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⑦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并没有
完全采取行政权支配的无偿调拨方式，而是尽可能坚持包括等价交换在内的现代市场经济的若干原则，如强

调“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⑧，并明确要求“每个公社在生产粮食以外还要发展能卖钱的东西，
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
换”⑨。在这一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就深刻认识到，“商
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
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
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10不仅成功突破了苏联模式中的诸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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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教条，而且为改革开放以来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深刻总结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

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实现改革由
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新局面”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
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不仅成功开启了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而且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顺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
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
政府作用”，②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开辟了新的空间。对此，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地总结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
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解决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坚持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

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③ 具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
论、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计
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④ 在此基础
上，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
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
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⑤;党的十六大作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
重大判断并提出了“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更大程度地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⑥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改革开放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从理论认识上的不断深化到实践中的初步建立、从实践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理论认识再到实践中不断
完善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推动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
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⑦。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其基本依据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的经济快速发

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推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并对我国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我们要在继
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⑧。面对新时代我国
发展的新特征新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仅推
动我国实现了一系列突破性变革、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而且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
跃。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理论认识，不仅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完善，而且明确提出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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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新要求。具体而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顺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明确
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
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①;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 “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
作用，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的成果，标

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升为具
有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构
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十大对新时代如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进行了系统谋划，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到二�三五，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③的目标任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如何“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④作出了战略部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老祖宗
没有讲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只能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从实践中获得真
知”⑤，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国家
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基础性作用”再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
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党的十六大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高水平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深化理论认识并以更为深刻的理论
认识更好地指导实践，不仅在实践中成功破解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统一、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
世界性难题，而且从理论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四、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代内涵与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
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
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⑥按照斯密的看
法，现代市场经济是以正义的法律为前提、以自愿平等互惠的交换为基础、以普遍交换促进普遍勤劳的体系;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推动“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的体系，这
意味着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弊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推动“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
界的增值成正比”的体系、一种以普遍交换促进普遍勤劳并以此推动普遍富裕的体系。马克思主义本质上
是一种以经济发展为根本前提、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内在机制、以人的发展为根本目的的学
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成果，本

质上是一种以普遍交换促进普遍勤劳、以普遍勤劳推动普遍富裕并以此推动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体系:作
为一种现代市场经济，它以自愿平等互惠的普遍交换为基础并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人身性依附、地域性限制和
行政权支配;作为一种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弊端的现代市场经济的更高级形态，它同社会主义制度相

联系并服务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服务于满足人民需要这一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以
此为基础，我们不难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认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内涵:第一，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以经济发展为根本前提、以人的发展为根本
目的的学说，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决定了新时代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必须是经济高质量发

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意味着“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能够更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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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
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一定
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
筑”①，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生产关系和
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②，特别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构建起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意味着“高水平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
简言之，所谓“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

府作用”并以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使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基本依据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以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效率优势，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这种效率优势又主要源于市场交换的普遍性，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和落实
‘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
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③ 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
不是起全部作用。”④一方面，市场的效率优势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方面或斯密所说的以普遍交换促进普遍
勤劳的方面，那些无法通过普遍交换促进普遍勤劳的领域、那些无法完全通过人类劳动和个体勤劳改变数量
的东西，通常不适用于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否则不仅会造成毫无意义的“内卷”，而且容易引发较为严重的社
会不公甚至损及现代市场经济的根本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斯密重要继承者和马克思重要思想来源

的李嘉图强调说:“说到商品、商品的交换价值以及规定商品相对价格的规律时，我们总是指数量可以由人
类劳动增加、生产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竞争的商品。”⑤另一方面，即便就资源配置本身以及人类劳动可以增
加其数量的商品和要素而言，市场所起的也只是决定性作用而不是全部作用，不仅仅是因为市场本身有可能

存在市场失灵，也不仅仅是因为现代市场经济需要一定的前提、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更是一种需要政府和法律
予以精心维护的昂贵公共品，而且是因为市场的这种效率优势有助于为人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但其本身并

不必然推动人的发展，其能否推动人的发展更多地取决于“市场经济的定语”所决定的社会化生产的社会性
质、更多地取决于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事实上，斯密关于政府必须费点力量防止“大多数人民”陷入“最
愚钝最无知”状态的阐述，某种程度上就是其在现代市场经济发轫之初提出的一个同现代市场经济密切相
关的重要命题，而英国工业革命之所以推动经济发展同时也造成了较为严重的人的不发展，不仅同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有关，而且同政府在住房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乃至劳动保护等方面的严重缺位有关。为了应对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挑战，西方国家在后来的现代化进程中开始越来越多地重视政府作用，但这种政府作

用本质上仍是一种市场的对立物、最多是一种补充力量。与之不同，不论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不具备现代
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发育创造条件，还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主动建立

和积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乃至新时代以来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而加快构建高

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探寻的都是一种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促进的实践路径。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是一个重大理

论命题，又是一个重大实践命题。……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
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
局”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统一，又是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有机统一，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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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形式
通过以普遍交换促进普遍勤劳服务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服务于推动高质量发展这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并以此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作为市场经济

的定语的“社会主义”则通过制度优势以及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有机统一和相互促进，一方面为解放和发
展生产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另一方面确保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服务于满足人民
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确保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于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这意味着新时代加快构建高水
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加快完善要
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并以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并通过“健全就业
促进机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不断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
深刻认识到，“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
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治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一些地方和部门还习惯
于仅靠行政命令等方式来管理经济，习惯于用超越法律法规的手段和政策来抓企业、上项目推动发展，习惯
于采取陈旧的计划手段、强制手段完成收入任务，这些办法必须加以改变”②。按照斯密和马克思的看法，
“行政权支配”是人身性依附的传统社会的典型特征，它适应于相对封闭和相对隔离的地方性发展，即便其
在短期内简单直接有效、即便其对于具体问题和个别领域更具针对性，但仍有可能严重损及现代市场经济的
普遍性;事实上，斯密不仅把现代市场经济视为法律的对象并从法律和政府的一般原理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深

入分析，而且其关于现代市场经济的任何重要论断几乎都以正义的法律为前提。“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
车之两轮”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相互依存、互为支撑，共同为新时代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重要保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
上是法治经济”④，新时代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
政”⑤，“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⑥。

五、结语

马克思曾经指出:“在亚洲，……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
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
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以及其他地区，都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
充注灌溉水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兰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
企业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

的政府进行干预。”⑦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社会本质上是一种竞争性的小国经济形态，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有
着大一统的大国经济传统，并由此决定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各具特色的现代化路径:欧洲社会有着私人

企业自愿联合的历史传统并率先发育出了现代市场经济因素，其现代意义上的政府部门更多的是随着现代

市场经济的发展作为其对立面或补充物发展起来的，其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更多的是对立的而不是统一的

并由此深刻影响了西方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界关于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理论认识;与之不同，我国很早就

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形态和治理理念，在国家治理和政府作用等方面积累了相对丰富的历史经验，如先秦时

期的八种政务⑧、秦代以来的郡县体制、隋唐伊始的科举制度等，甚至可以这样说:早在现代市场经济产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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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国就已经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政府部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建立和完善，在某种程度上更是政府部门积极推进和精心培育的结果，本质上是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

一、相互促进的历史过程。
正如恩格斯强调的:“历史是这样创造的: 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

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
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

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是“无数
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合力所产生的历史结果，本质上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其在偶然性中存在必然性:作为现代
市场经济的一种新形态，它超越了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和传统的理论认识，似乎有着某种偶然性;作

为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它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这个根脉，善于借鉴吸收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②，并以此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的重大创新成果，似乎又有着某种必然性。美国经济思想史学者海尔布罗纳在《国富论》出版 200 周年之际
指出，“亚当·斯密不只是第一个真正有哲学修养和能力的经济学家，他是我们知识遗产的一部分，对于他，
我们怎样感谢也不过分”③，我们确实应该感谢斯密关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分析和历史洞见;类似地，对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既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经验又突破社会主义传统观念的伟大创造的理论价值

和现实意义，我们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

( 责任编辑:樊增强 责任校对:张慧娟)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alysis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HU Huai-guo

( Institute of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836，China)

Abstract: The modern market economy is essentially a system promoting universal diligence through universal
exchange． The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y is the first form of modern market economy，a system that promotes
universal diligence through universal exchange，but fails to achieve universal prosperity．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
omy promotes universal diligence through universal exchange as the second form and a superior form that overcomes
capitalist shortcomings，thereby promoting universal prosperity． Marxism is essentially a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eco-
nomic development as the fundamental premise，the contradictory move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as the internal mechanism，and people's development as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s a major innovative achievement in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and it is essentially a system that promotes people's development through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advance Chi-
nese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era，it is imperative to build a high-standard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 which the
market plays the decisive role i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the government better fulfills its role so as to promote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eople's well-rounded development．

Key word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Chinese moderniz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eople 's well-
round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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